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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长三角商业文化精神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文化内核 

杨嬛 郭龙飞
1
 

(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 

【摘 要】：商业文化是长三角地区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也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全面建成全球

一流世界级城市群的共同目标下，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发扬长三角商业文化中的“工匠精神”“竞争精神”“开放精

神”,重视商业文化的传承，重塑新时代的“长三角商人”,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文化内核，使共同的商业文

化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助推器和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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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商业文化的历史溯源 

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广义的江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商业文化深入江南文化的血液和骨髓。从商父范蠡开始，

长三角地区在商业方面就表现出特有的天赋。这和长三角地区特有的地理、历史、经济发展传统密不可分。 

一是长三角地区人地关系紧张，缺乏发展耕作的有力条件。[1]与中国北方地区广袤的平原相比，长三角地区地表主要以山地

和丘陵为主，平原面积较少，相当多的地区缺少发展农业耕作的有利条件。如表 1 所示，长三角大多数历史商业活动活跃的地

区，其历史人均耕地面积都远低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2.157 亩/人)。“七山一水二分田”(浙)、“八山一水一分田”(徽)、

“人稠地狭”(苏)就是对其地理环境的形象描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人们不得不依靠工商业作为其谋生手段。
[2]
因此，历史

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就是农商并重的二元经济结构。 

表 1长三角历史商帮所在地与 1820年人均耕地面积 单位：亩/人 

历史地名 现地名 人均耕地面积 历史地名 现地名 人均耕地面积 

安徽商帮 浙江商帮 

徽州府 黄山市 0.76 鄞县 宁波市 1.47 

歙县 黄山市 0.76 绍兴府 绍兴市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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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 黄山市 0.76 金华府 金华市 2.45 

祁门县 黄山市 0.76 台州府 台州市 1.19 

太平府 马鞍山市 0.95 常山县 衢州市 8.79 

太平府 芜湖市 0.95 江苏商帮 

南陵县 芜湖市 0.95 洞庭 苏州市 1.06 

宁国府 宣城市 0.80 苏州府 苏州市 2.19 

宣城县 宣城市 0.80 句容 镇江市 1.06 

旌德县 宣城市 0.80 松江府 上海市 1.42 

泾县 宣城市 0.80 常州府 常州市 1.2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3]
和《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

[4]
整理。 

二是在主要依靠水运的历史时期，长三角地区密集的水道为商业文化的孕育提供了良好基础。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繁荣更

是从东西和南北两向奠定了长三角地区商业文化的基石。[5,6]此外，由于中国北方海岸线大多是不便于停泊船只的沙岸，中国的

海上贸易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水网，长江、大运河和海运造就了长三角地区的“四水”经济，也同时助长了长三角地

区的商业之风。[1] 

三是长三角一带丰富的物产为企业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苏商的丝、茶，浙商的“百工”,徽商的文房四宝和漆器都非

垄断产品。[7]因此，有别于晋商的“盐引”、粤商的特许经营(十三行),长三角商业文化从最初就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商品经济、

自由竞争的特点，最贴近现代企业家文化的定义。[8] 

四是近代的通商开埠为长三角地区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如表 2所示，在近代开埠的 50多个港口中，长三角地区的

港口虽只占 9个，然其规模却是最大的。特别是上海，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时期，上海的货物吞吐量持续占全国货物吞吐总量

的 50%以上，诞生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及企业家(图 1)。对苏、浙、徽等江南腹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表 2 1877—1937年长三角地区港口城市贸易情况 

地区 
港口船舶 

吞吐量/万吨 

港口贸易 

净值/海关万两 

港口税收 

总值/海关万两 

上海 1213.17 31586.69 2395.11 

南京 531.23 1997.36 63.00 

苏州 23.31 972.34 43.47 

南通 59.48 278.45 7.17 

镇江 453.42 2012.99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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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34.00 1653.09 64.47 

宁波 137.87 2190.81 81.32 

温州 17.71 330.55 8.61 

芜湖 482.38 1952.90 73.05 

全国平均水平 24.36 488.74 23.74 

 

资料来源：《中国旧海关史料》。[9] 

 

图 1 1858—1927年长三角各地区的历史商业活动 

资料来源：《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27)》。[10] 

二、长三角地区商业文化百花齐放 

长三角地区的浓厚商业文化孕育了中国五大商帮中的苏、浙、徽三大商帮，形成了中国近代最贴近现代商业文化的商人群体

——沪商。全国没有一个地区像长三角地区一样，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商业文化。这种共同的商业文化基础正是长三角地区发展的

助推器。然而在共同商业文化的基础上，长三角各个地区在商业秉性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了解差异、尊重差异、求同存异，

正是促进现代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11] 

在长三角的四大商帮中，苏商主要崛起于江苏太湖流域；浙商分别来自浙江宁波和龙游两大地区；徽商主要来自徽州一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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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沪商主要指“五口通商”之后来沪经商的各类商人的总称。这些商帮群体在长三角这片土地上勤奋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文化

果实，对现代的地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苏商——绅儒办厂、实业兴国 

历史上的苏商大都亦儒亦商，这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张謇，其创办的大生纱厂是史无前

例的“状元办厂”。张謇还积极兴办教育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影响深远，习近平主席称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

和楷模。苏商这种士绅的身份，也使苏商和政治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謇就曾在 1904年被清政府授予三等官衔。[12]

此外，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著名官商盛宣怀也来自江苏。改革开放以后，江苏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乡镇企业曾名噪一时，虽然

后期大都转制，但也仍无法脱离和地方政府的联系。 

与其他受限于人多地贫的自然条件，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商帮不同，纵横明清 600 余年的苏商产生于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太湖

流域。丰饶的物产为苏商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而江南秀美的山川则把他们熏陶得心思慧巧。“以货殖为急”“重利而

轻生”是苏商的典型特点。因此，苏商本土情结较重，商人多在本地扎根经营。这种“坐商”的性质，也孕育了苏商“实业为主、

商贸为副”,侧重发展工业的特性。江苏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895—1913年，江苏先后创办了 200多家工商企业，资

本总额约占全国新办民族企业的 50%。苏商多表现出踏实稳重、树立品牌、稳扎稳打的经营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苏商传承和弘扬了近代苏商“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坚守实业，涌现出

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树立了当代苏商的良好形象。当代苏商不仅传承敢于争创一流、乐于回报社会的优秀精神品质，更突出地

展现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可贵品质，面对危机表现出稳健务实的不屈精神力量和坚厚实力。苏商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拓展实体

经济，使得“江苏制造”和“江苏创造”闪耀世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敬业、诚信、儒雅、稳健、创新”的现代苏商精神。
[13]
 

(二)浙商——民本经济、行贾四方 

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浙商最大的特点。追本溯源，浙江悠久的商业历史以及“百工之乡”的肥沃土壤孕育出浙商的“民本”

属性。[14]与苏商不同，浙商多来自底层农民，义乌的“鸡毛换糖”、温州的“永嘉弹棉郎，挑担走四方”都是早期浙商的真实写

照。这种民本经济造就了浙商“抱团取暖”和涉及行业广泛的特点。其中，依靠地缘、血缘、宗族形成的浙商商会体系更是中国

最发达的商业网络之一，遍布全国甚至全球；[14]而海宁皮革之乡、嵊州领带之乡、乐清低压电器之都等称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出浙商从事“百业”的特点，“只要能挣钱，哪怕再微薄的利润，浙江人也会干”。 

此外，丰富的海洋资源使浙江人过着“十五习渔业，七十犹江中，历年试风涛，危险无西东”的生活。与大海的搏击养成了

浙江人开拓、进取的精神，使浙商具有强烈的进取和冒险风格。这一方面体现在浙商左右逢源的经营风格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

其地域分布上。与苏商不同，浙商多为“行商”,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刘鸿生都是云游浙商的杰出代表。当今浙江商人的足迹更

是遍及世界各地，“只要有鸟飞的地方，就有浙江人经商”,这是对浙商经营风格的生动写照。 

进入现代以来，随着“义利并重、工商皆本”重商文化观念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浙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创造

力、凝聚力、承受力和亲和力，在商场上迸发出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 1990年代初，浙江东北地区出现的专业市场以及浙江沿

海地区出现的家庭企业和小规模个私企业在全省加速发展，推动了浙商以及浙商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浙江人“率先打破对私有观念的怀疑”,迅速掀起了经商的热潮。浙商凭

借对市场、经商、求利的文化认同，靠着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以及广为人知的“两板”

作风(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和“四千”精神(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大胆尝

试”“大胆开拓”,创造了新时代浙商的辉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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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徽商——贾而好儒、仕商结合 

徽州地区重峦叠嶂、山川险峻，自东汉初期开始，为了躲避战乱不断迁入的北方世族导致徽州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的压

力造就了徽州重商的传统。同时，北方世族的迁入也为徽商带来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徽商多“贾而好儒”。[16]这种影响主要体现

在 3个方面：一是重视教育，徽商有捐资助学、创办书院的传统，历代靠科举步入仕途的徽州宗族子弟更是不乏其人。[17]二是徽

商表现出强烈的宗族观念，与主要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浙商不同，“徽商多以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的形式外出经商”,带有

较强的家族化的特点。[2]三是仕商结合的特点。盐业是徽商涉足的最主要的产业。由于盐业长期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徽商的发

展夹杂着强烈的政商利益交换的特点。[17]其中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徽商这一特点的典型代表。 

自近代以来，徽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衰落了。徽商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在享受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

也遭受封建王朝的勒索和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成为徽商的沉重负担，加之清道光年

间朝廷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徽州盐商遭受重创。继盐商败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增质铺”而

几败，茶商也一连“亏耗不可胜数”,清嘉庆以后徽州的缙绅势力式微，使徽商失去了政治靠山。发生于 1850年代至 1860年代

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社会动乱，加速了徽州商帮的衰落。最后，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徽商的衰落。[18] 

徽商虽在近代有所衰落，但新徽商也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徽商文化中“贾而好儒”的人文情怀、敬业进取的“徽骆驼”

精神、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新四民观”的创新精神对于发扬和传承徽商的文化传统和徽商精神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价值。
[19] 

(四)沪商——海纳百川、现代商业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近代上海通商开埠之后快速的崛起和发展为上海吸纳了大批的人才、资金和劳动力。与具有鲜

明地域特征的苏、浙、徽商业文化相比，沪商是各地商人多元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表现出“海纳百川”的特质。[20]与其他 3个

形成于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中的商业文化不同，沪商文化形成于近代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并不断受到西方商业文化的熏陶而发

展壮大，因此表现出较强的现代商业文化特质。这一方面体现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沪商文化完全打破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

“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序列和“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在“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业为最优”的情况下，沪商的

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力更加突出。[21]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其对商业关系的处理态度上。传统的商帮在商业关系的处理上具有强烈的

宗族式、人情化特点，而受到西方商业文化的影响，沪商主要采用合同契约模式对商业关系进行约束，“契约精神”“在商言商”

是沪商精神的最好诠释。近代上海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商业社会，沪商面临的不仅是同业华商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的是与洋

商的角逐，因此尊重并崇尚竞争也是沪商文化的一大特点。
[20]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资本运作模式使上海打破了“上海只出

经理人不出企业家”的谶语。由此，新沪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与传统沪商相比，新沪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更加

鲜明的聚集性、国际性和创新性特征。一方面，新沪商引领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传承和发扬了传统沪商精

神。在开放的国际化都市背景下，新沪商吸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呈现出“海纳百川”的特征。同时，新沪商也具有鲜明的国

际化特色。如家把现成的西方连锁酒店方式引入中国；携程和盛大则在国外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作出符合本土市场的改进。新沪商

秉承“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的沪商商业文化，在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中，通过不断地对外吸纳和对内融合实现了在新时

代的崛起。 

三、传承长三角商业文化精神，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文化内核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地区的商业活动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常常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历史延续性，即使战争和地区分裂等外

部冲击也不能改变这种趋势。研究普遍将这种商业活动在地区上表现出的持续性归结于地区商业文化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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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在形态、制度、规划和商业等方面不断趋同，而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内核才是提高城市群竞争力、

促进生产要素融合、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长三角地区当前经济活动的繁荣，其基因早已蕴藏于其长久以来的地区商业文

化之中。继承和发扬商业文化，使商业文化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内核，是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路

径。 

(一)继承江南“工匠精神”,坚持“工”与“商”并重发展 

相较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的晋商和粤商，长三角地区的商业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工”“商”并重发展。历史上，苏商素有实

业兴国的美名；浙商则被称为“百工之乡”;徽商以木器和文房四宝等颇具工匠精神的特产闻名；上海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

地。长三角地区丰富的物产、精湛的工艺、独有的审美传统和长期以来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塑造了江南地区特有的工业发展模

式，形成了江南的“工匠精神”“精致审美”。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在 2022年 4月召

开的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上更是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而长三角的“工匠精神”正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应继续重视长三角地区精湛技艺的传承和人才

的培养，构建集教育、交流、竞赛为一体的长三角“工匠”交流体系；建立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产品项目库，继续弘扬和宣传

长三角“工匠精神”;结合三省一市各自优势产业，创新技能合作机制，将江南“工匠精神”融入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的每

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提升品牌形象。这对助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转型，形成长三角制造——长三角智造的不断

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重视市场化营商环境的营造，促进中小企业繁荣发展 

江南商人有别于晋商(垄断“盐引”)和粤商(特许经营“十三行”)的另一重大特点是其多从事非垄断产业的经营(丝、茶、

手工业等)。因此，长三角商业文化从最初就表现出强烈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特点。通商口岸开埠后，西方商业文化的影响

和现代商业秩序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长三角地区自由竞争的商业文化。历史实践证明，公平的市场竞争才能促进地区创新，激

发出地区发展的活力。 

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是优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条件，也是长三角城市群至今保持强大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原因。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众多中小企业，更是地区韧性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应重视对这种

市场化营商环境和中小企业的保护，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准绳，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

有制、不同地区的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借鉴国际营商环境先进城市的经验做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各类企业

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合理完善的市场制度。简政放权，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创新

监管模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实行包容性审慎监管，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 

(三)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依托自贸试验区赋能高质量城市群建设 

长三角地区江(长江)、河(大运河)、湖(太湖)、海(东海)形成的密集水运网络促进了各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通，孕育了长

三角地区开放的商业文化。历史上通商口岸的开埠和现代商业理念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开放性。从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到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国(江

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再到 2020 年 9 月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了自贸试验区的全覆盖，

这标志着长三角城市群迈向更高水平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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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各地区竞相发挥优势，加强地区开放和合作，包括推进上海金融产业的开放、江

苏制造业产业的开放、浙江电子商务产业的开放以及安徽科创产业的开放。此外，长三角地区各自贸试验区应探索建立跨区域的

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一是找准功能定位，积极做好沟通和对接，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实现自贸试验

区的协同发展。二是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明确产业定位和产业规划，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和劣势产业转移，形成优势互补、梯度

有序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促进区内区外的互通互补，在交通设施、要素资源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四是加强在国际

贸易上的合作，推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促进长三角地区营商规则的相互衔接。以自贸试验区为依

托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开放，将提升长三角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水平，推动该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四)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强商业文化的宣传和传承 

江南地区历史上人才辈出。苏商、徽商和浙商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沪商融贯中西的教育理念更是培育了中国第一批适应现

代工业社会的人才。人才是现代社会竞争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同时也是商业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文化相同、人缘相亲，具有一体化发展最牢固的自然和人文基础，长三角地区要突破行政区划的分割

约束，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交流，以自身行动切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

也应认识到商业文化的传承不能局限于家族、宗族之内，而应加强地区性商业文化的传承，包括：政府通过扩大对初创企业和中

小微企业的政策和金融支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提升社会对创业活动的认同；教育机构通过开展创业课程加强企业家创业技能

和知识的获取；媒体通过企业家成功案例和经验的宣传为社会提供创业的榜样示范作用，增强地区个体的创业意愿，使商业文化

精神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在传承江南商业文化方面，应提升文化自信，弘扬苏商、浙商、徽商、沪商文化中的

先进成分，结合当代经济社会的最新发展成果，推动内部不同商业文化之间的融合，使得长三角商业文化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传承

和发展。 

(五)以共同的商业文化为基础，以各地商会为桥梁，打造一体化背景下的“长三角商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在于缺乏能够有效解决城市间矛盾和纠葛的文化交流和心理认同机制，而共同的商

业文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好的黏合剂。一是长三角地区的商人都具有儒商的秉性，秉承利义为重、诚信为先的传统，是地区

企业家合作的重要软实力。二是长三角地区重商的历史传统为本地区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商业准则和价值标准，为企业家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商业氛围。三是虽然长三角各地的商业文化存在差异，但历史上商人之间的互通互助已频繁存在，沪商更是在多地

商业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成长壮大的。 

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应将企业家作为主体，促进企业的跨地区投资、交流和合作；以商业文化为核心，构

筑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文化内核；建立健全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和长效机制，支持商会拓展服务企业发展的各项功能，以长三

角地区各驻外商会的繁荣和发展为桥梁，有力地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长三角商人”。 

(六)重视长三角商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形成现代长三角商业新文化 

长三角地区密集的水运网络，形成并塑造了本地区的共同商业文化，历史上通商口岸的开埠也强化了长三角内部的商业联

系。同时，徽商、浙商、苏商都受儒家教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讲究义利并重，重视诚信，相同的儒家文化也形成了

共同的重视教育的观念，这些都有利于长三角地区企业家的合作，为长三角协同和一体化发展打下深厚的文化基础。 

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流动人口的本地化融合，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联系得更加紧密

的经济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狭隘的以地域、宗族、血缘为传承基础的商业文化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应进

一步建立更现代化和专业化的企业家培育体系；依靠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为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改善区域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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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体系，为企业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宣传和引导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商业软实力，为长三角商业

文化注入新活力，形成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长三角商业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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